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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讀到的中國歷史大多以「唐代

政治史」、「北宋經濟史」或是「清代 

社會史」等名目出現。而我們所理

解的中國歷史則是由這些朝代史 

依照時間順序拼接而成。這樣的敍

述範式留給我們的印象是，中國歷

史是連續不斷的，而這個舞台上的

主人公則是漢族與其他「少數民

族」；以漢族及其文化為中心的「漢

化」進程則被認為是中國歷史發展

的主要特徵。與此同時，處在漢族

周邊的各民族（如匈奴、鮮卑、契

丹、女真等等）被認為是在文化上

較漢族低劣的。即使這些民族也曾

依靠武力在中國境內建立了政權，

但他們的結局往往不是被逐出中原

（匈奴和蒙古），就是被漢族徹底同

化而湮滅在歷史洪流之中（鮮卑和

女真）。

儘管這種連續的、以漢族為中

心的範式讓大眾得以更加簡單明瞭

地理解中國歷史，但它也同時遮蔽

了那些非漢族的、周邊的、跨國的

視角，因而使得我們對中國歷史的

從東北亞重建有關中國的歷史論述
——評Evelyn S. Rawski, Early Modern 
China and Northeast Asia: Cross-Border 
Perspectives

●曹　寅

在二十世紀很長的一段時間

中，有關中國歷史的書寫都是以朝

代為基本單位進行的。因此，我們

在二十世紀很長的一

段時間中，有關中國

歷史的書寫都是以	

朝代為基本單位進	

行的。儘管這種連續

的、以漢族為中心的

範式讓大眾得以更加

簡單明瞭地理解中國

歷史，但它也同時遮

蔽了那些非漢族的、

周邊的、跨國的視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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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變得片面和狹隘。以元、清兩

代為例，這兩個朝代統治了疆域龐

大的世界性帝國，而漢族只是其治

下眾多民族之一。如果只是用漢族

的立場、語言、史料去解讀這兩個

朝代的歷史，並以一個極度簡化的

「漢化」概念試圖去詮釋相關的歷史

進程，那我們所得到的結論必然是

帶有偏見的。

自二十世紀70年代以來，學

術界開始對這種以漢族為主體的中

國中心史觀展開了反思。一些學者

不再將中國看作是一個不可分割的

整體，而是承認中國各地之間存在

巨大的差異，並從地方的角度去解

讀中國歷史的變遷1。除了將中國

加以解構之外，另一些學者則嘗試

超越中國的疆界，將中國放在區域

甚至是全球的歷史進程中加以考 

察2。美國匹茲堡大學（University 

of Pittsburgh）歷史系教授羅友枝

（Evelyn S. Rawski）在這本題為《早

期現代中國與東北亞：跨界視角》

（Early Modern China and Northeast 

Asia: Cross-Border Perspectives，

引用只註頁碼）的書中將上述的兩

個趨勢結合起來。一方面，她將中

國東北部從中國歷史中剝離出來，

從地方的視角出發探討該地區與東

北亞各國的歷史互動；另一方面，

她又從跨國的角度俯瞰東北亞區域

的聯繫，以及這些聯繫對區域歷史

進程的影響。值得注意的是，羅友

枝在書中結合了北美「新清史」學

派所關注的諸如族群身份認同和國

家文化建構等議題，從而超越了以

往東北亞史研究側重於政治和經濟

交往的局限。

該書由兩部分共五個章節組

成。第一部分嘗試從東北亞區域的

視角解讀中國歷史。第一章考察了

十六世紀前中國3中原地區與其

東北邊疆以及朝鮮半島和日本的互

動，作者認為東北亞地區的政治、

經濟和文化互動在公元五世紀甚至

更早的一段時間便已經開始。第二

章探討了1550至1650年間中國、

朝鮮、日本三國政治生態的變遷。

作者強調東北亞各國國內政局的演

變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了區域性甚

至全球性事件的影響。第二部分將

焦點轉移至區域內文化互動及其對

各國國族身份認同的影響之上。第

三和第四章分別以國家禮制和王位

繼承權為中心，論述了日本和朝鮮

如何引進中國的制度和將其改造並

本土化，最終使其更加符合各自統

治需要的過程。第五章分析了「華

夷之辨」思想在東北亞各國被賦予

的不同意義。該章尤其強調明清鼎

革之際，滿族入主中原如何改變了

東北亞各國知識份子對「華夷之辨」

的認知。十七世紀之後，朝鮮和日

本的知識份子不再視中國為政治或

文化上的中心，而是構建出以各自

為中心的「華夷之辨」世界觀。

作為「新清史」學派的代表人

物，羅友枝在其以往的研究中提出

了一個以滿族為中心的清史研究構

想。通過研讀清代滿文檔案，她認

為清朝的統治並非是一個「異族漢

化」的過程，而是在「反漢化」的動

因下通過不斷強調滿族身份認同而

建立的一個以滿洲貴族為中心的帝

國4。近年來隨着「新清史」朝帝

國史研究轉向，愈來愈多的學者開

始突破原先的滿洲中心觀，轉而將

清朝看作是一個疆域遼闊、民族眾

多，具有多元政治結構以及普世性

文化的帝國。帝國史研究中所強調

羅友枝從地方的視角

出發探討中國東北部

與東北亞各國的歷史

互動；又從跨國的角

度俯瞰東北亞區域的

聯繫及其對區域歷史

進程的影響，並結合	

了「新清史」學派所關	

注的族群身份認同

和國家文化建構等	

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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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		書評 的跨國、跨區域、全球性視角亦被

「新清史」學者所重視和採用5。因 

而羅友枝的這一著作也可以被看作

是「新清史」學派近年來「帝國轉向」

的一個代表。

一　中國史中的東北亞？
　　東北亞史中的中國？

在本書的第一章中，羅友枝試

圖將中國放在東北亞區域史的脈絡

中加以考察，從而檢討以往以中國

為中心的東北亞史書寫。她認為認

識中國東北邊境（以下簡稱東北，

泛指黑龍江、吉林、遼寧三省及其

周邊地區）對於我們理解東北亞區

域史至關重要。首先，東北在陸路

上與中原和朝鮮半島相連接，在海

路上又與日本相通，因此東北實際

上是東北亞區域的橋樑與緩衝地

帶；其次，東北歷史上出現的諸多

民族和政權積極參與了東北亞的政

治、經濟和文化融合，並對中國、

朝鮮半島和日本的歷史進程都產生

了巨大的影響。

在三世紀之前，東北亞地區的

諸民族通過與漢人政權（特別是春

秋戰國時期的燕國和兩漢時期的樂

浪郡）的政治、經濟互動逐漸形成

了不同的政體，即扶餘、高句麗、

百濟、新羅等國。到了七世紀，隨

着這些政體的逐漸成熟以及向外擴

張，他們之間的競爭也開始加劇。

羅友枝指出，這些看似國與國之間

的競爭實際上也是在區域的範圍內

進行的。譬如，朝鮮半島的統一過

程不僅僅是新羅、百濟、高句麗的

三方博弈，還包括了唐朝中國和日

本的干涉。而在七至八世紀日本國

家形成的過程中，來自中國和朝鮮

半島的政治思想、律法條文、制度

安排更是不可或缺的因素。在日本

與中國的交往過程中，佛教僧侶起

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他們不僅將

大乘佛教的經典以及一系列的寺院

制度傳入日本，還直接參與了日本

與亞洲大陸的貿易活動。中國的藥

材、絲綢、書籍、瓷器等在日本宮

廷和上層貴族中非常流行，而日本

出口亞洲大陸的商品主要包括黃

金、硫磺和珍珠。朝鮮半島對於日

本的影響主要來自於百濟移民。自

百濟被新羅滅國後，大批百濟貴族

逃入日本，並在日本宮廷中充當了

類似於政治顧問的角色，將朝鮮半

島的政治制度和文化輸入日本。

隨着唐朝中國在九世紀之後走

向衰落，中國東北出現了政治真

空。東北遊牧民族契丹和女真抓住

了這一機遇，陸續建立了各自的政

權，並崛起成為東北亞的政治新勢

力。為了應對這一情況，宋朝中國

與朝鮮半島的高麗形成了關係緊密

的同盟。中國文化，尤其是儒家文

化，在這一期間也成為了高麗的主

流意識形態。到了十三世紀，東北

亞經歷了一次巨大的變革。蒙古相

繼征服了金和南宋，並讓高麗臣

服，從而建立了一個幅員遼闊的帝

國。在帝國內，人員、商品、信息

的流動較之前代更加頻繁。在這期

間，東北成為了連接內亞與蒙古、

中原以及朝鮮半島的樞紐。各色人

等、不同文化，以及來自異域的貨

物都匯聚在此地。從某種意義上來

說，蒙元時代的東北不再是中國的

邊疆，而是東北亞區域的中心。

羅友枝試圖將中國放

在東北亞區域史的脈

絡中加以考察，從而

檢討以往以中國為中

心的東北亞史書寫。

她認為認識中國東北

邊境對於理解東北亞

區域史至關重要，它

實際上是東北亞區域

的橋樑與緩衝地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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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着蒙元帝國的瓦解，東北亞

的權力結構再次發生了改變。日本

正值戰國時代，東北亞沿海海盜四

起，明朝中國與李氏朝鮮都將注意

力轉向了沿海地帶。與此同時，成

功開闢新航路的歐洲人也開始在 

亞洲一帶海域活動，嘗試與亞洲諸

國進行貿易並從事傳教活動。從

十六世紀開始，東北亞融入進了一

個全球性的貿易網絡之中，而全球

性的商品、技術、文化流動也進一

步影響了東北亞區域內部的互動。

從這方面來看，歐洲人的到來加速

了已經進行了上千年的東北亞區 

域整合，並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此

前的互動模式。羅友枝正是從這一

歷史背景出發考察十六世紀末、

十七世紀初的東北亞歷史進程。

二　早期現代的東北亞：
交錯的政治史　

歷史學家習慣將十六世紀至

十八世紀末的這段歷史時期稱為

「早期現代」（Early Modern），該時

期最大的特徵是前所未有的全球性

物種、人口、商品、技術和文化的

流通。諸如玉米、土豆、番茄等美

洲的農產品被歐洲人帶到了歐亞大

陸，從而引發了一場農業革命，而

歐亞大陸的病毒和細菌則通過歐洲

殖民者傳染給了美洲的土著，導致

了大規模的瘟疫和人口死亡6。為

了攫取美洲的金銀，非洲勞動力被

當作奴隸販賣到美洲，而美洲人口

結構也因而改變7。歐洲人將美洲

的金銀輸往亞洲以換取香料、絲

綢、陶瓷等商品，大量美洲白銀的

流入則深刻地影響了中國和印度等

地的經濟結構8。儘管這些現象無

一不表明地區間、國家間，甚至是

洲際間愈益加強的聯繫，但東北亞

相關的歷史書寫顯然沒有對這些跨

區域的聯繫給予足夠的重視。

在東北亞，有關十六至十七世

紀的歷史書寫仍然是以民族國家為

基本單位進行的。日本國族史在敍

述德川幕府建立前後的史事時，幾

乎千篇一律地將重點放在日本國內

的統一戰爭上，而對於豐臣秀吉的

兩次侵朝戰爭，日本與中國、朝

鮮、東南亞、荷蘭之間的貿易，以

及西方技術的引進多是一筆帶過。

中國國族史的書寫也有着相似的問

題。明清之際的歷史被認為是中國

的又一次朝代更迭，史學家往往是

從明朝內政的衰敗開始敍述，滿族

被認為是一個隸屬於明朝的少數民

族。有關滿族的興起以及後金國家

的建立則是在明朝朝代史的框架下

進行書寫的。滿族興起背後的區域

因素，例如明朝萬曆壬辰之役、朝

鮮在滿洲與明朝之間的博弈、西方

軍事技術在東北亞戰爭中的作用等

等，都沒有得到充分的討論。為了

打破這種國族史敍事的藩籬，羅友

枝在本書中以跨國的視角將東北亞

看作一個整體來觀察十六世紀末、

十七世紀初的萬曆壬辰之役（朝鮮

稱「壬辰倭亂」；日本稱「文祿慶長

之役」）和明清鼎革。

隨着十六世紀中期歐洲人來到

東北亞，日本和中國都逐漸被納入

到了由歐洲人主導的世界海洋貿易

體系之中。當時的日本正處在戰國

時期，各方勢力極力爭取在軍事裝

備上取得優勢。通過與歐洲商人進

在東北亞，有關十六

至十七世紀的歷史書

寫是以民族國家為基

本單位進行的。為了	

打破這種國族史敍事

的藩籬，羅友枝以跨

國的視角，將東北亞

看作一個整體來觀察

十六世紀末、十七世

紀初的萬曆壬辰之役

和明清鼎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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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6		書評 行貿易，諸如織田信長和豐臣秀吉

等軍閥獲得了滑膛槍和火炮等先進

武器，並在戰場上佔得了先機。在

與歐洲商人交往的過程中，日本人

不僅掌握了西方軍事技術，更獲得

了有關亞洲大陸的情報，而正是這

些情報激發了豐臣秀吉侵略朝鮮進

而佔領中國的想法。1592至1598年 

間，豐臣秀吉率領的日本軍隊與中

朝聯軍在朝鮮半島進行了一場規模

頗大的戰爭。儘管這場戰爭在中、

日、朝三國的國族史敍事中都不佔

重要位置，但這一事件確實改變了

整個東北亞的政治生態。羅友枝認

為只有當我們採用一個跨國視角

時，這場戰爭所反映出的早期現代

世界的全球性聯繫及其所導致的區

域性影響才能被更全面地認識。

以西洋火器在東北亞的傳播為

例，羅友枝認為，日本在壬辰之役

初期能夠迅速擊潰朝鮮軍隊乃是得

益於他們所熟練掌握的西洋火器。

後來中國從澳門的葡萄牙人手中也

獲得了這類武器，並將它們運用在

朝鮮的戰場上。戰爭中被俘虜的日

本炮手後又被中國和朝鮮政府徵

用，並參與了之後與滿洲的戰爭。

西洋火器在滿洲征服中國的過程中

也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在同明朝和

朝鮮的戰爭中，滿洲俘獲了大量的

火器及其操作人員。滿洲人迅速地

吸收了這批裝備和人員，並將相關

技術廣泛運用在攻城作戰中9。同

時，羅友枝認為明朝的覆亡不僅僅

是十六至十七世紀中國內部經濟結

構的改變及其造成的經濟危機所導

致的。從東北亞區域的視角可以發

現，明廷在朝鮮半島和東北長達約

半個世紀的軍事行動給其帶來了巨

大的經濟負擔，而這也是明朝最終

滅亡的主要原因之一bk。

除了火器之外，西方的地圖繪

製技術也傳入了東北亞，並深刻地

改變了該地區的地緣政治格局。

十六世紀中期之後，俄國開始了在

西伯利亞的擴張活動，沙皇派遣的

探險隊甚至出現在清廷的北境。俄

國人的出現引起了清政府的警覺，

並迫使他們採用歐洲國家的方式來

看待這種關乎領土主權的威脅。在

康乾年間，清政府僱用了大量西方

耶穌會士測繪其疆域，並在此基礎

上形成了一套類似於西方對領土主

權和國界的認知。通過這一認知，

清朝與俄國簽訂了一系列的邊界條

約，進而確定了兩國的邊界。與此

同時，清政府在長白山一帶的勘界

行為也引起了朝鮮的不滿。作為反

制，朝鮮政府也開始僱用西方傳教

士在長白山一帶繪製地圖。

總之，羅友枝認為火器和地圖

作為範例展現了早期現代全球化背

景下東亞區域內部的緊密聯繫。一

個國家的歷史進程可以因為多種跨

國因素在區域內的流動而與其他國

家的歷史進程相交錯，而那種過度

強調內部因素的國族史敍事是不足

以讓我們完整地了解歷史的。

三　早期現代的東北亞： 
交錯的文化史　

法國「年鑒學派」（the Annales 

School）歷史學家布羅代爾（Fernand 

Braudel）認為人類歷史猶如海洋中

的潮汐。政治史如同海面，波濤洶

湧，瞬息萬變，而社會文化史則潛

羅友枝認為火器和地

圖展現了早期現代全

球化背景下東亞區域

內部的緊密聯繫。一

個國家的歷史進程可

以因為多種跨國因素

在區域內的流動而與

其他國家的歷史進程

相交錯，而過度強調

內部因素的國族史敍

事並不足以讓我們完

整地了解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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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歷史論述	
藏在表面之下，緩慢卻又深刻地影

響着政治事件的發展bl。羅友枝在

本書的第二部分從長時段考察了

中、日、朝三國在國家祭祀禮儀、

王位繼承規則以及知識份子身份認

同等方面的文化變遷，她發現三國

在文化層面的長期交流及借鑒使得

東北亞區域具有了某種文化共同體

的特徵。不過，在吸收外來文化的

過程中，各國統治階層亦努力將其

本土化，並使其更加符合自身統治

的合法性需要。這種在外來文化的

巨大影響下與將其本土化的嘗試之

間的張力，深刻地影響了十六至

十八世紀東北亞的政治生態。

在古代中國，國家祭祀禮儀是

由祖先崇拜演變而來的。隨着時間

的推移，地方信仰、儒家、道家、

佛教等諸多因素也逐漸被納入進了

各種儀式之中。因此，歷來中國的

國家祭祀禮儀與儒家經典中所倡導

的儀式並不完全吻合，而是呈現出

一種雜糅的形式。到了清朝，薩滿

教和藏傳佛教的某些習俗也被應用

在國家祭祀典禮之上。從這個角度

來看，古代中國國家祭祀禮儀並不

是由儒家學說所主導的，而是通過

不斷吸納周邊文化而形成的一套多

元文化體系。

同樣的現象也發生在日本和朝

鮮。作為日本國家祭祀禮儀核心的

神道教實際上融合了本國祖先崇

拜、地方信仰，以及來自於域外的

佛教和道教等元素，因而並非是國

族史書寫中所謂的「萬世一系」、一

脈相承的傳統文化。在朝鮮，薩滿

教和佛教在國家祭祀禮儀上一直扮

演着重要的角色。但在十五世紀之

後，朝鮮的國家禮儀經歷了一個迅

速的「儒化」過程，儒家有關禮儀

的規制被編成法典以供朝鮮王室參

考。但國家祭祀儀式的「儒化」也

帶來了爭議，即朝鮮王室如何處理

儒家政治秩序下的名份尊卑問題。

因為朝鮮遵奉明朝中國為宗主國，

而在儒家倫理中，只有宗主國才有

資格進行高規格的祭祀活動，因此

朝鮮政府一直嘗試在這一矛盾中尋

找某個平衡點——既不違背儒家

倫理的要求，又不失去自身主體

性。但是到了清代，朝鮮士人在心

理上不再視中國為文化中心，甚至

有貶低中國之意，因而在國家祭祀

禮儀上刻意強調與中國的差異，極

力與清朝劃清界限。

東北亞地區文化上的交錯還體

現在中、日、朝三國的王位繼承規

則之上。在八世紀之前，日本與朝

鮮的王位繼承受到族內通婚制的影

響，女性（皇后或皇太后）及其氏

族在政治上的地位舉足輕重。中國

的嫡長子繼承制度在八世紀左右傳

入日本與朝鮮，日本和高麗兩國都

嘗試引入這一制度以強化王權。譬

如在日本，《大寶律令》和《養老律

令》將父子相繼的制度以文本的形

式固定下來，女性則被完全剝奪了

繼承權。但是直到十六世紀，嫡長

子繼承制度仍然只是存在於紙面上

而已。幕府將軍的繼承人大都不是

長子，而是由幕府內的權勢家族選

定。儘管朝鮮受到了更多的來自中

國的影響，但在王位繼承問題上，

高麗和朝鮮也並未完全接受中國的

嫡長子繼承制度。李氏朝鮮的國王

有一半以上都不是以嫡長子的身份

繼承王位的。由於朝鮮的政權合法

性源自於中華朝貢體系，中國皇帝

中、日、朝三國在文

化層面的長期交流及

借鑒使得東北亞區域

具有了某種文化共同

體的特徵。不過，在

吸收外來文化的過程

中，各國統治階層亦

努力將其本土化，並

使其更加符合自身統

治的合法性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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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8		書評 的冊封對於朝鮮國王的統治來說至

關重要。但是基於中國禮制的限

制，中國皇帝只願意冊封具有嫡長

子身份的繼承人。因而，以非嫡長

子身份獲得王位的朝鮮國王在要求

冊封時總是與中國朝廷發生衝突。

從上述可見，東亞各國的王位繼承

制度是在彼此互動的過程中逐漸演

變的，而非所謂的「萬世一系」。

東北亞各國在歷史上對「自我」

和「他者」身份的建構也體現了這

種文化上的相互影響。「華夷之辨」

的思想早在中國上古時期便已萌

發，是居住在中原的華夏族群用以

強調自我身份認同的一種觀念。之

後，「華夷之辨」又與某些儒家教義

相結合，成為了一種世界觀，即通

過強調儒家文化較之周邊文化的優

越性來建構一個中國中心的世界秩

序。然而在歷史上的很多時期，這

種「華夷之辨」並非是固定不變的，

華夷之間的界限也不是不可逾越

的，不少漢族知識份子即認為異族

可以通過施以儒家教化的方式被同

化。朝鮮在很大程度上接受了這種

華夷觀念，並認識到自身處在非中

心的位置，這一觀點隨着李氏朝鮮

大力引進儒家思想而得到強化。

十五至十七世紀的朝鮮歷史文獻 

常常自稱朝鮮為「東國」、「東邦」、 

「海東」，稱中國為「天朝」或「聖明」， 

而稱日本為「倭」。華夷觀念在七世 

紀左右也傳到了日本。但與朝鮮不

同，日本始終拒絕接受那種以中國

為中心的華夷觀念，因此「中國」

或「中華」等稱謂的使用在日本存

在着巨大的爭議。日本官方和民間

都更傾向於使用「漢」或「唐」來指

代中國。

滿清入主中原之後，以中國為

中心的華夷秩序徹底崩壞。作為

「夷」的滿族統治者拋棄了「華夷之

辨」的論述，轉而強調天命所歸的

基礎在於「德政」而非「族類」。就

朝鮮而言，他們不再視清朝中國為

文化的中心。在朝鮮知識份子眼

中，中華文化在滿族統治下的中國

已經消失了，而朝鮮則是中華文化

的繼承者，是「華夷之辨」中的「華」。 

就日本而言，明朝的滅亡以及德川

幕府鎖國政策的確立使得日本進一

步疏離了中華文化圈，同時也逐漸

形成了一套以日本為中心的世界體

系構想，由是將日本視為「神國」的 

思潮逐漸地得到了更廣泛的認可，

而中國和朝鮮在這一秩序中則是扮

演了「夷」的角色。

羅友枝不無道理地指出，頻繁

的人員、商品、制度和思想的流動

往往伴隨着本土化的過程。這也就

解釋了為甚麼如此交錯的文化互動

卻沒有最終整合東北亞地區，反而

激發了各國自身的身份認同，最終

為近當代東亞政治格局的形成奠定

了基礎。

四　從周邊看中國：另一
種中國歷史論述

近年來，愈來愈多研究中國史

的學者認識到以中國為中心的歷史

論述不僅無法幫助我們全面地理解

歷史，甚至會導致偏見。中原周邊

的地區、國家和族群在中國中心範

式中被完全邊緣化，並失去了主體

性——它們被認為沒有自身的歷

史，而只是在不斷地模仿和吸收來

羅友枝指出頻繁的人

員、商品、制度和思

想的流動往往伴隨着

本土化的過程。這也

就解釋了為甚麼如此

交錯的文化互動卻沒

有最終整合東北亞地

區，反而激發了各國

自身的身份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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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歷史論述	
自中原的文化。一些學者主張將注

意力轉向中國的邊疆或者鄰國，嘗

試以一種不同於以往朝代史或中國

中心的視角，重新審視傳統中國的

政治、經濟和文化脈絡。

例如謝健（Jonathan Schlesinger） 

認為清代蒙古的毛皮、藥材和貴金

屬貿易為中央政府帶來了巨大的收

益，也由此改變了清政府對於邊疆

的態度。清代中期，政府對邊疆貿

易與開發的鼓勵使得狩獵和畜牧活

動愈加頻繁，蒙古地區的生態環境

因此受到了巨大影響，而中原地區

的消費習慣也因為大量北方物產的

流入而發生了改變bm。楊斌則將雲

南從中國剝離出來，置入東南亞區

域歷史的脈絡之中加以研究。他發

現雲南直到十五世紀才逐漸被納入

到中國版圖之中，漢族與穆斯林移

民的湧入改變了雲南的人口構成和

文化特徵，而雲南礦產的開採更深

刻地影響了明清兩代中國的經濟結

構bn。海斯（Jack P. Hayes）考察了

十八至二十世紀川北松潘地區的歷

史。他認為漢藏邊界地區多民族之

間以及他們與該地區自然環境的互

動，可以幫助我們理解近三百年來

中國各民族間衝突的根源以及政府

民族政策的變遷bo。而復旦大學文

史研究院更是從2007年開始設立

了「從周邊看中國」研究項目，通

過搜集和整理域外（主要是日本、

韓國和越南）的漢文文獻，嘗試建

構一種不同於以往中國中心觀的歷

史論述bp。

羅友枝這本著作的中心思想正

是與學術界的這一「去中國中心」

轉向相吻合的。她認為東北亞區域

內各種勢力的互動在中國歷史發展

進程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滿洲、

朝鮮半島、日本並不是中國中心論

述所描繪的那種邊緣的、被動接受

中華文明的客體，而是通過與中原

地區的頻繁互動，對中國的政治、

經濟、文化等方面施加了重要影響

的行為主體。這種以區域為視角的

研究方法有助我們從整體上反思目

前主導東北亞各國歷史書寫的國族

史範式。當代東北亞中、日、韓三

國的歷史研究普遍是在該範式下進

行的，將歷史敍述限定在現代民族

國家的疆界之內，並強調本民族在

歷史上的延續性和文化上的特殊

性。然而，羅友枝的研究卻表明東

北亞各國的歷史並非是對外封閉

的。實際上，由於人口、商品、制

度以及思想的流通，這些國家的歷

史是被緊密地聯繫在一起的。

該書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當今

北美學術界在研究早期現代中國時

所經歷的範式轉變，即不再強調以

中國或中國境內的某些區域為研究

對象，而是代之以跨界的視角。然

而，該書最大的不足之處在於缺乏

原創性。無論是對國族史敍事的批

判，還是對文化建構以及身份認同

等問題的分析，羅友枝均並未提出

新的觀點，也並未發掘新的材料。

實際上，書中大多數的論點都已經

被其他學者詳細討論過，而該書只

是將這些現成的觀點結合起來而

已。葛兆光在2011年出版的《宅茲

中國：重建有關「中國」的歷史論述》 

一書中已經就東北亞區域情境下的

「華夷之辨」、歐洲地圖知識在東北

亞的傳播、朝鮮和日本兩國知識份

子對中國文化的認同和疏離等議題

作了詳細的論述。羅友枝在書中所

得出的結論亦與葛兆光非常相似，

在史料和方法上不但沒有新的見

本書的中心思想與學

術界的「去中國中心」

轉向相吻合。滿洲、

朝鮮半島、日本並不

是中國中心論述所描

繪的那種邊緣的、被

動接受中華文明的客

體，而是通過與中原

地區的頻繁互動，對

中國的政治、經濟、

文化等方面施加了重

要影響的行為主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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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		書評 解，反而在許多方面落後於葛著。

例如，在分析朝鮮知識份子在清朝

中前期逐漸疏離中國文化的心態

時，葛兆光以朝鮮使節訪問中國時

所寫的《燕行錄》作為史料，對此

議題作了詳盡的分析bq。反觀羅友

枝在論述同一問題時，不但對葛兆

光的研究隻字未提，所依賴的也多

是二手史料。

羅友枝試圖在該書的後記部分

指出東北亞各國國族史敍事對於區

域和解的負面影響，並呼籲學者採

納更多的跨國研究方法。但她對國

族史的批判則完全是從中國的角度

出發的，韓國和日本的國族史書寫

及其對區域關係的影響則基本被忽

略了。而即使是對中國國族史的批

判，該書也僅僅是強調要突破國族

史的線性歷史觀，從不同維度去 

觀察和解釋歷史。實際上，杜贊奇

（Prasenjit Duara）早在二十年前便在

其《從民族國家拯救歷史：民族主義 

話語與中國現代史研究》（Rescuing 

History from the Nation: Questioning 

Narratives of Modern China）一書中

系統論述過這些觀點，並給出了複

線歷史觀（bifurcated history）的解

決方案br。

不過，在現今東北亞各國因領

土爭端和歷史遺留問題而關係緊張

的背景下，羅友枝的這一著作還是

能夠凸顯出其現實關懷意義的。在

後記部分，她指出當前有關中國歷

史的書寫大都是從漢族中心的角度

展開的。這一單一視角的歷史敍述

既無益於發展與日韓等國的關係，

亦會對中國的民族政策造成諸多負

面影響。要改變這一狀況，一個跳

出漢族中國中心的區域視角是值得

採納的。只有當我們了解到現今居

住在東北亞地區的人民其實共享着

一段共同的歷史，而我們所認為的

那些固有的疆域、文化和身份都是

在與「他者」的不斷互動中逐漸形

成的，我們才能超越狹隘的民族主

義情緒，爭取到東北亞各民族的真

正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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